



系列 75   2012年 7月 30日 
主编：Karl P.Sauvant (Karl.Sauvant@law.columbia.edu) 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∗
 Axel Berger (axel.berger@die-gdi.de) 是德国发展协会世界经济与发展金融部的一名研究员；
Matthias Busse (matthias.busse@rub.de) 是一名国际经济学教授，并是波鸿鲁尔大学发展研究与政
策机构主任；Peter Nunnernkamp (peter.nunnenkamp@ifw-kiel.de) 是基尔世界经济机构“全球劳
动分工”与“减少贫困，股权与发展”等研究领域的一名资深研究员；Martin Roy 
(Martin.Roy@wto.org) 是 WTO 秘书处的顾问；作者希望感谢 Andrew Guzman, Lauge Poulsen 以
及 Jeswald Salacuse 提出的有益评审意见。本文作者所表达的观点不代表哥伦比亚大学或其合作
伙伴及支持者的观点。哥伦比亚 FDI展望 （ISSN 2158-3579）是同行评议刊物。 
1
 近期修改 BITs 与 RTAs 的努力有助于解决这个缺口。Jason Yackee 根据 ISDS 条款对 BITs 进行
了分类。（Jason Yackee, “BITs 真得有作用吗？对投资协议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证关系再次进行研
究”，Karl P. Saucant 与 Lisa E.Sachs，协定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：双边投资协定，双重课税协
定与投资流动 （牛津大学：牛津出版社，2009 年），页码 379-394）。我们对 Yackee 的工作进行
了补充，并且就准入前期 NT 规定对 BITs 和 RTAs 进行了编译。（Axel Berger, Matthias Busse, Peter 
Nunnenkamp 和 Martin Roy，”贸易和投资协定能导致更多的 FDI 吗？解释黑盒子里的关键条款”, 
国际经济与经济政策（即将发表））。设有此类条款保证了跨国公司（MNEs）的准入。关于准入
前 NT 条款，我们将 BITs 和 RTAs 分成四种类型：第一种类型是最自由和透明的，其采用一种负
向列表的方式，并列出现有的非一致举措；第二种类型也采用负向列表，但是非一致举措透明度
较低；第三种类型采用一种局限于服务行业的正向列表方式；最后一种类型不包括任何有关准入
前期 NT 条款。 
以 1978-20042年期间 28个母国与 83个发展中东道国为样本，评估 BITs和
RTAs分别对两国双边 FDI流量的影响。评估结果充分显示，自由准入规定能促
进双边 FDI 流量。例如，倘若某一东道国与所有可能的贸易伙伴国开始签订有
准入前 NT规定的 RTAs（在此之前的 RTAs中不包括准入前的 NT规定），则该
国在 FDI 总流量的份额将提高近 30%。为了进行研究分析，我们运用大量的控
制变量，以及不同的估计方法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，发现该因果关系不是反向的。
但是，如同其他的相似研究，我们的模型即不能解决数据的局限性问题，也无法
解释在 FDI准入方面的单边变化。与 NT规定相比，似乎 ISDS机制起的作用不
大。 
同样，与人们所预期的相比，一些类似投资规定对双边 FDI流量的影响取决
于这些规定是否包含在 RTAs 或者 BITs 中。就自由准入与有效争端解决机制方
面，RTAs并未向外国投资者提供特殊之便，故双边 FDI未受其影响，反而可能
会导致东道国以出口替代 FDI。相反，无论是争端解决机制还是市场准入条款，
外国投资者应对 BITs 时更加自如。近期，一些 BITs 不再只局限于保护投资者，













涉及在 BITs与 RTAs两者之间做选择时，力求吸引 FDI的政策制定者陷入了
困境。RTAs 的可协商性以及认可度往往具有高度的政治性。这有助于提醒外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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